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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地缘政治而不是更广泛的政治经济时，中国当代对外政策的最重

要的内涵无疑一方面在于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另一方面在于如何处理

与亚洲邻国的关系；此外，与亚洲邻国的关系也包含至关重要的美国因素。

考虑到这第三个方面，与中国最相关的周边国家是东北亚国家，然后经过

既对中国、也对美国声称的利益非常重要的中国台湾地区而延展到东南亚，

再延展到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它们结合相关的海洋地区（大致为东

海、南海和西太平洋），构成了本文泛指的东亚。 

    我们可以从广度和深度上纵览中美两国在东亚的影响力竞争波动状况，

所涉的是中国邻近周边的大部分和与之紧密相联的海域（主要是东海和南

海）。与几年之前的博弈状态相比，中国的外交影响力现在已经明显缩水，

而美国赢得了诸多新优势。从某种意义上说，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

国的外交/战略地位从未在其邻近周边地区受到那么大的困扰，或者说相

对于美国而言，这地位在同一地区从未显得那么羸弱。 

  

中国领先：先前的竞争图景 

    不到五年之前，在发表的一些汉语文章里，笔者表达了对“中美关系

问题根本形势蕴含的一项根本战略‘秘密’”的观察。其中一篇包含的审

慎乐观话语有如下述：“中国崛起压倒性地依靠和平的经济力、外贸力、

‘微笑外交’力等等广义的‘软权势’（非强制性地使用的影响力），就

此而言美国压倒性地侧重于军力部署、军力增进、军事同盟构建和强化的

对华防范战略很不适切……自 1996 年克林顿政府与日本制订“美日安保

新指针”以来，哪年哪月美国不在主要针对中国加强其中西太平洋军力和

军事同盟，但与此同时哪年哪月中国不在成功地增长自身的国力和国际经



济、政治、外交影响？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美之间在总体上处

于一种‘不对称竞赛’……全世界现在都很清楚，中国正在这‘不对称竞

赛’中逐渐取得两者相权总的相对领先趋势。”1 

    全世界都有此感觉，许多人更是感受深切。七年多以前，在一篇分析

性报道中，《纽约时报》一名资深记者指出“北京在整个亚太地区积累起

来的新的影响力”。“北京正在争取它可以主宰的区域性政治和经济集

团……它正在以前所未见的方式散播援助……”；相比之下，“华盛顿对

伊拉克和恐怖主义的全力投入，使其看上去似乎脱离了东亚地区……美国

的军事优势仍然无可争议，该地区的官员们这样说。但是，美国似乎成为

了贸易格局中失败的一方。”其结论没有多少保留：“这里（亚洲）的许

多人已经坚持认为，未来将属于中国。新一代的政治和商业领袖正在将其

赌注押在几乎普遍认为的中国的崛起上面——以便对冲可能减弱的美国影

响力。”2 

  

画面反转：新一轮的博弈 

    人类事务一向能动，有时甚至完全意外。上面的图景总的来说确实成

立，但是现在已被部分地被反转，因为在若干方面发生了逆变。 

    不到三年时间，这图景究竟在哪里已被逆转？它们在一个以全球金融

危机和经济衰退为特征的时期里，竟使中国反倒在竞争中远不那么有利，

即使美国的经济实力受到很大损害而中国持续强劲的增长仅受到某些影响。

中国在经济交流、对外贸易和其他一些领域仍然拥有广义的软实力，而且

实际上我们谈论的这一地区的很大部分（包括美国本身）已经在经济上更

依赖中国，同时中国在整个地区的人员存在和商业存在也在增长。但是，

中国外交的影响力和效能已经显著缩减，或者说与过去相比被大打折扣。 

    总的来说，自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以来，中国在其紧邻周边的外交地

位从未受到现在这么厉害的困扰。在外交影响力方面，最近的戏剧性事件

发生在 2011 年 11 月 19 日，当时东亚峰会在印度尼西亚召开，“奥巴马

                                                           
1参阅时殷弘：《伊拉克战争与中美关系》，《现代国际关系》2007 年第 5期；时殷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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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简•佩雷斯：《北京之星在整个亚洲的腾升》，《纽约时报》2004 年 8 月 28 日。 



总统和几乎所有（与会）领导人……就中国对资源丰富的南海的广泛主

张……直接与中国对抗，使中国总理在长时间发酵翻搅的争论中处境被

动”。这“代表了在一场斗争中的一次战术失败，而这斗争已成为与美国

之间更大规模的区域影响力竞争的一个焦点”。1  

    至于外交成效，受人注意的是，在奥巴马政府两周内大张旗鼓地采取

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外交、军事和经济行动（包括在东亚峰会上的上述

行动）之后，中国的“反应相对平静，至少与过去相比是这样”，而这些

行动被肯尼思•G•李侃如——先前克林顿政府的顶级中国事务顾问、且与

奥巴马政府关系密切——认定为“美国对华政策的非常重要的新阶段……

美国在亚洲的新态势，远比六个月前任何人预期的更积极、更统一和更伸

张。”2 

    确实，自从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在广义的东亚有了一套李

侃如博士所说“更积极、更统一和更伸张”的外交姿态，凭借在该地区更

进一步加强了的美国军事/战略力量，但它现在与美国的政治和外交努力

互相平衡、互相支持（尽管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金融和贸易影响大致继

续逐渐下降）。除了华盛顿的决策者着意寻求的这一平衡外，“统一”一

词主要指的是统一的主题：与北京竞争，以便护卫美国在中国周边外围地

区的“领导地位”和增强其全方位影响力。现在，实际结果对美国如此有

利，以致波动的区域外交软实力优势已从北京转到华盛顿：此乃过去三年

里区域国际政治的最突出特点。 

  

逆转期间的对外政策动能 

    由于专业观察家、甚至感兴趣的非专业人士对于最新的发展动态相对

比较熟悉，因此不需在此详述美国的相关进取：在东南亚的外交甚至战略

影响力“推回”，在地区多边主义方面的新的主动伸张，还有在东北亚以

及印度的“机会式”权势巩固（这里说“机会式”的意思，是其成就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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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归功于“本地”条件或机遇，它们并非由华盛顿的决策者造就，而

是由他们现成地利用）。更深刻的是导致了转变的种种动能。 

    在美国方面，这些主要是奥巴马领导下美国政府的动能，其成就部分

地基于其前任的努力。奥巴马政府，特别是总统本人和他的国务卿，在东

亚和东南亚不遗余力、不失机会地争取外交收益。他们一方面受维护美国

在其经济、地缘战略和历史性权势转移的低谷期维持“世界领袖地位”的

迫切愿望鞭策，另一方面由他们的对外政策“哲理”驱动，那非常强调

“软实力”和“巧实力”（或换句话说，以所有在成本效益意义上极佳的

影响力行使去弥补经济、金融、甚至军事能力的衰减），加上他们的突出

的大战略意识，包括关于利益、长期优先事项、手段的多样性和行动的成

本效益的意识。 

    与此同时，美国在广义的东亚取得的成就也大受益于本地的“机会性”

事态，这主要有：日本、韩国和缅甸等国发生的重大的政治和心理变化；

周边国家面对巨型中国快速持续崛起（包括其远程军力的大力建设和海军

活动的扩大）产生的忧虑、怀疑和不满；中国与各邻国之间广泛的领土和

海洋纠纷（全都系于互相冲突的主权宣称，它们随每个争端国国内的大众

政治、能源饥渴倾向和战略安全意识的增长而变得愈益多发和可燃）；该

地区部分政府对于因为对抗中国而得到美国和国内选民无论何种回报的期

望；中国自身在对外政策方向、外交举止和决策机制等方面的问题。 

    为简洁起见，这里只阐述中国自己在对外政策方向上的问题，其外交

举止和决策机制问题可以留给另外的讨论。无论如何，近年来中国在对一

些东亚邻国的行为中有一种“胜利主义”，而其最重要和最广泛的原因在

于“G2 中国版”——中国当代外交政策方向上的一个真正非传统的理念。 

    自从布什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有一种理念愈益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

国对外政策精英们的思想和期望，那就是中国作为可望的世界第二大国，

其对外政策的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应是尽最大努力，与超级大国美国结成

稳定和大体合作的关系。尽管北京和华盛顿的关系自从 2009 年 12 月以来

经历了三大轮低落，但其后的各次改善和美国的“灵巧权势”等事态，大

体上明确地或隐含地在中国维持了“G2 中国版”理念。 

  



可以见到，除了“肯定性地”期望华盛顿包容中国的第二大国地位、甚至

为之做出必不可少的贡献（包括对中国的利益和荣誉来说的一切预期裨益）

以外，还有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否定性”希望，那与围绕中国的较小的

“麻烦制造者”有关：从中国自身大大增强了的力量导致的实力地位出发，

也从与美国之间显赫的、首席两大国的关系出发，中国能够较严厉和更容

易地处置它们。按照一种设想，某些情况下这些“麻烦制造者”甚至可由

北京和华盛顿“共治”，或“共同管理”，就像在处理陈水扁当政时期的

台湾独立危险和 2009 年前争取朝鲜非核化努力时发生过的那样。至少，

这似乎是个简单的经济学问题：与对付周边较小但多得多的“麻烦制造者”

相比，对付最大但单一的“麻烦制造者”应当较为容易，并且更有可能实

现，因为美国对中国已有较更合理的态度。 

    也许，人们觉得“G2 中国版”的这些被认为的效应可能看起来多少

会扭曲分析，使之过多地依赖于有经验的观察和猜测。但是，它的损伤之

一已经非常清楚，而且够可理解，那就是中国给予东亚邻国和与它们的关

系的注意力减损，当中国与美国的关系被给予压倒性的优先的时候，当它

占去忙于国内事务的中国领导人可用于对外政策的大部分有限时间的时候。

在中国对外政策的议程上，就东亚而言仅有的重大例外是 2010 年秋季与

日本的危机、南海争端中的高度紧张时节和几乎恒久性的朝鲜问题。因此，

缺乏中国与邻国间较好关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而这颇大程度上促成

了一种形势，即“[在与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中]同时发生反冲，

提示了中国外交的广泛失利”。1 

    从以上论述可得出一个意义重大的教益：政治领导至关重要，他们的

眼界、抱负、意志力和政治/战略技能至关重要。中国领导人可以从他们

的美国同行学到某些东西，后者赢得了目前在广义的东亚地区的一大轮影

响力竞争。中国在这一地区拥有自己的巨大资产，特别是经济活力、地理

邻近性和多少是传统的外交耐心和友善态度。较好的政治领导素质可以能

使中国赢得下一轮，甚或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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